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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留学奖励科名对科举学位制度的发展
庞  瑶
摘  要：清末留学奖励科名制度是近代中国转型时期特有的一种学位实施办法，在这个过程中一批留学生经
过考核被授予进士、举人出身，成为“洋举子”，身份的转换折射出中西文化的冲突及某种意义上的交流互通。留
学奖励科名是对科举学位制度的继承与发展，一方面，奖励科名的制度基础在于科名的学位性质，不断严格规范
化的奖励机制将学位授予与选派任用分开，为中西方学位的沟通互认提供了可行性；另一方面，留学奖励科名安
抚士子、鼓励游学、严把质量关，不仅促进了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发展，选拔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新型知识分子和
官员，同时也为近代中国学位制度的转型发展作出了尝试，具有一定的借鉴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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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 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留美幼童成为近代中
国官费留学的开端，随之我国留学教育经历了几次坎
坷与转向，1905 年科举废止成为近代留学教育发展
的分水岭，留学教育自此进入高潮兴起阶段。影响中
国近代留学教育发展的因素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分
析，宏观上可以从时局变迁、国内外政策制度等因素
进行把握；微观层面从留学生主体来说，分为内外因
之驱动。近代留学生群体中不乏怀抱知识渴求以及教
育救国理念的新式知识分子，走出国门学习西方知识
经验，最为典型者属胡适之先生，据统计，他曾获得
36 个国外博士学位 ,[1] 在学术研究上可谓颇有造诣。
但是外部驱动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延续中国
数千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对知识分子的出路指出了明确
的定位，即学而优则仕，科名对知识分子来说不仅是
身份的象征，更是进入仕途的“通行证”。科举废止
之后，传统知识分子得以安身立命的“晋升渠道”不
复存在，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陷入迷茫、不知所措的
躁动状态。而清政府实行的留学奖励科名政策作为驱
动主体的外因，既有效安抚了转型时期大多知识分子
的心理，同时又促进了近代留学教育的高潮发展。
一、从留学生到“洋举子”：清末留学奖励科名
制度的实施状况
舒新城认为：“中国自明以来即以科举取士，科
名之虚荣心深入人心，人民受教育均以获得科名为目
的，游学去国万里，较之国内求学更为艰难，无特殊
奖励，自难鼓舞。”[2] 因此自第一批留美幼童被派遣
出国，清政府就注重对留学生的奖励，实行“听候派用，
分别奏赏顶戴官阶”[3] 的奖励政策。随着留学教育的
发展，清政府对留学生的考核与奖励逐步规范化和严
格化。1901 年张之洞拟订奖励出洋学生章程十条，
明确提出了奖励留学生要“视所学等差”，对其品行
学历进行复查审核，虽然此章程是针对留日学生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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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却成为“以后各种奖励游学生规程张本”[4]。随
后，《清帝广派游学谕》规定对于公派学生，“如果
学有成效，即行出具切实考语，咨送外务部覆加考验，
据实奏请奖励”，对于自费留学生，“如果学成得有
优等凭照回华，准照派出学生一体考验奖励，候旨分
别奖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以备任用而资鼓舞。”[5] 
1905 年学务大臣上奏并拟订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八
条，对考核留学毕业生的科目内容作了明确规定。同
年学务处依此规定对 14 位留日学生进行考验测试，
应考的金邦平、唐宝锷等 14 名留日学生通过考试，
全部获得进士、举人出身，并被授以相应的官职。[6] 
1905 年科举废止，但科名对士子的吸引力依旧巨大，
奖励科名的政策实施由科举考试完全转移至学堂和留
学教育，对留学生的奖励也从留日学生扩展至全体留
学生。[7] 1906 年八月学部规定“考验游学毕业生自本
年始每年八月举行一次试毕酌拟等第带领引见，
恭候钦定，分别给予进士举人等出身，俾人人皆知其
隆重”，并将“某科字样加谕进士等名目之上，以为
表识而资奖励”[8]，1907 年拟订考洋毕业生计算分数
简章，留学奖励科名制度基本形成，至清政府灭亡期
间大致依此制度行事。奖励科名的诱惑使得科举废止
后更多的士子走进学堂走向留学道路，为保障留学生
的质量，清政府对留学生奖励的资格与标准亦逐步严
格。1908 年宪政编查馆、学部会奏游学毕业生廷试
录用章程，规定了留学毕业生廷试的程序、考试内容
以及授予官职等第等。1909 年修订考试游学毕业生
章程，严格规定了考生资格的审查以及甄录的详细程
序及要求。
自 1905 年对第一届游学毕业生进行奖励科名考
试，到 1911 年民国建立，学部共举行了七届的留学
生奖励科名考试，依考试最优等、列优等及中等分
别给予进士、举人出身，出身者加某学科字样。1908
年增加的廷试章程将奖励出身与授予官职区分开来，
因此，留学生授予官职录取只有四年时间。
依表 1，七年期间有 1399 名留学生取得进士、
举人名号，无论是单科进士、举人的称谓变化还是留
学生知识结构与能力的变化，被奖励科名的新式留学
生与以往的举子都有明显的变化，时人称之为“洋翰
林”“洋进士”“洋举人”。[9] 从留学生变成“洋举子”，
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间中西文化的冲突及某种
意义上的交流互通。
   表 1：1905—1911 年部试人数、等第统计表 单位：人
等第届次 最优等 优等 中等 合计
第一届（1905） 7 7 14
第二届（1906） 9 5 18 32
第三届（1907） 7 17 14 38
第四届（1908） 15 45 47 107
第五届（1909） 13 52 190 255
第六届（1910） 62 76 322 460
第七届（1911） 59 123 311 493
合计 172 325 902 1399
   （资料来源：根据张亚群《清末奖励科名考试的实施与变革》，高
等教育研究，2003 年第 2 期以及唐斌《清末留学进士、举人群体研
究》，西南大学 2013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16 页整理而成。）
二、留学奖励科名制度的基础与保障——科举学
位制度
清末实行留学奖励科名制度有其可行性与必要
性。自隋唐以来科名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学
位制度。科名是身份的象征、知识的象征，是知识分
子入仕的主要“通行证”，科举学位制度与西方近代
的学位制度有极大的相通之处，这便使留学生在国外
的知识学历得到国内的认可具备了制度基础。同时，
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追求使得科名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
从未消减，一旦科举废止，士子的入仕之途被切断，
得以安身立命的制度保障不复存在，便陷入恐慌、迷
茫之中，为安抚士子，同时也为鼓励新式教育的发展、
新式人才的培养，清政府“新药装旧瓶”，作为过渡
时期的政策，留学奖励科名的实施也是有其必要性与
积极意义的。
（一）实施留学奖励科名制度的可行性
刘海峰教授曾力证“科举学位说”的合理性，他
认为“中国的科名从层次分级、终身性到标明一定的
文化水平、分科设立等方面看，都与产生于欧洲中国
中世纪的学位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科名是一种学位
可以说是‘形神兼备’”。[10] 进士、举人、秀才三级
科名体系与欧美通用的博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制
度、分科取士与欧美分科授予学位、官方认可与终身
拥有等方面的形似，使人无法怀疑科举学位说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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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科名与西方学位都只是一种
资格认定，并不是一种官职。获得进士、举人、秀才
的名分出身，意味着进入了较有身份的士阶层，享有
一定的身份地位与特殊待遇，但这并不代表就此获得
官职，“在多数朝代还需参加任职考试才能入仕”，[11] 
这与西方的学位制度可以说是一种神似。外国人在翻
译的过程中也是将中国的科名与西方的学位一一对
应，“因为科名与产生于西方的文科学位的差异是如
此之小，以至于换用其他名词来翻译肯定会引起概念
混乱”。[12] 正是因为科名与近代西方学位有着极大的
共通之处，对留学生实行奖励科名制度才具有实施的
可能性，对于留学生的学历认可才具有可以对等参考
的标准。
科名不等于官职正如学位不等于职业一样，名
分的获得只是一种资格考试的通过，要想求得官职或
谋生需要通过另一层级的审查与考核。随着近代留学
教育的发展，对留学生的管理与奖励措施越来越严格
化与规范化。1908 年的游学毕业生廷试录用章程规
定，“恭应廷试者作经义一篇，科学论说一篇”，
“游学毕业生之廷试试卷分为一二三等，如无中文优
长者亦不妨尽置之二三等，不必迁就”，[13] 参加廷试
者必为经过学部考试授予科名的考生。为了严把质量
关，1909 年修订考试游学毕业生章程，对考生资格、
查验文凭、预行甄录、分门别命题、分等给奖等方案
作出了明确细致的规定。据统计，留学奖励科名实行
7 年，1399 位留学生获得某科进士、举人的名号，但
是通过廷试授予官职者只有 829 人，淘汰率达到百分
之四十左右。
表 2：1908—1911 年廷试人数、等第统计表   单位：人
等第届次 一等 二等 三等 合计
第一届（1908） 15 18 7 40
第二届（1909） 30 57 15 102
第三届（1910） 80 132 26 238
第四届（1911） 174 248 27 449
合计 299 455 75 829
   （资料来源：张亚群《清末奖励科名考试的实施与变革》，高等教
育研究，2003 年第 2期）
严格的奖励制度显示出过渡时期清政府对西方
学位制度的选择性接受以及对科举学位制度的一种发
展。学位制度的出现使对人才的评判有了较为客观规
范的标准，无论是科举学位还是近代西方的学位，虽
然在名称上有所不同，但其资格能力、知识水平认证
的实质是互通的。从留学生到“洋举子”之间某种意
义上的互等，得益于科举学位与西方学位的相似互通。
可以说，科名的学位性质是清末实行留学奖励科名的
制度基础。
（二）实施留学奖励科名制度的必要性
科举制度延续千年，惠及千百万士子，科名带
给士子的荣誉与地位促使无数读书人数十年苦读，只
为登门及第。典型的带有夸张成分的范进中举把古代
读书人求科名的酸甜苦辣描写得淋漓尽致，足见科名
对于士子的巨大吸引力与影响力。随着封建王朝的衰
落与灭亡，科举制度走向尾声，近代中国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社会大转型，数百万以科举为业的士子面临着
科举停废，无路寻求功名的现实困境，而这部分人由
于数量庞大且占据整个社会阶层的重要位置，封建统
治者正是通过科举考试赖以维持社会的稳定秩序，一
旦科举废止，势必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时人有此
议论：“甲则曰：科举废矣，吾辈何从谋生，讵盛世
而宜有此？乙曰：是无虑，科举废而吾辈已得之功名
不可废，朝廷必有以处吾丁曰：既设学堂，学堂
亦需教习，若足下之门第、之文名，何患不能谋一
席！辛曰：科举诚无用，然国家三百年以来，名
公巨卿，皆出于此。”[14] 纵有对科举废止后自身的出
路以及国家教育的发展持乐观积极态度者，但多数知
识分子更多的是依赖、迷茫与恐慌。因此，社会转型
时期如何做好停罢科举的善后措施，如何维稳士子的
心态是一项不可忽视的任务。
科举废止目的是发展新学，新学通过学堂以及留
学教育传播，但是在过渡时期新旧并不是截然对立的，
新学的发展需要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础之上循序渐进
地进行。奖励科名制度最早在留学教育中实行，随着
科举停废，学堂成为新式的教育主体机构，奖励科名
便在学堂中开始实行。清政府深刻认识到科名对于知
识分子的吸引力与重要性，同时也是出于维持自身摇
摇欲坠的政治统治的需要，给予学堂出身及留学生以
科名奖励，不失为过渡时期安抚民心的一种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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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期间 1399 名留学生被授予进士、举人名号，四
年期间 829 名“洋举子”获得官职，虽然在数量上占
据当时社会知识分子的一小部分，但是留学奖励科名
却是传统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时期获取新身份的重要
途径。
同时，科举成为新式教育发展的重要阻碍，为
鼓励新学、发展留学教育，清政府采取种种奖励措施
乃至废止科举。科举停罢出国留学成为必然选择，[15] 
正如内阁会议政务处在整顿学务折中指出的：“中国
论学于人伦道德最所注意，其余专门各科学，向时士
大夫以为曲艺小道，不屑讲求，故实业反逊于外人。
处此竞争之时，不能不遣留学东西洋者，势也。”[16] 
清政府自派遣第一批留学生出国之际就较为注重对留
学的奖励政策，科举停废后众多士子重新寻求出路，
为留学教育的发展注入大量主力，同时留学奖励科名
政策又激励士子通过此种渠道求得功名，再加上国外
政策的推波助澜，留学教育进入高潮发展期。此外，
清政府还鼓励旧式官绅、贵胄出国留学，归国后经过
考核予以晋升等，在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奏请奖
励职官游历游学片》中提到：“若已入仕途之人，类
多读书明理，循分守法，如内而京堂、翰林、科道、
部属，外而候补道府以下等官，无论满汉，择其素行
端谨，志趣远大者，使之出洋游历则实属有益无
弊凡能自备资斧出洋游历游学者，分别从优奖励
以劝之”。[17] 因此，科举废止前已经获取功名者出国
游学也已成为风尚。[18] 无论是统治者垂死挣扎维护统
治稳定也好，还是士子艳羡功名寻求出路也罢，留学
奖励科名作为转型时期的过渡政策都有其必要性与积
极意义。
三、对留学奖励科名制度的反思
随着清政府灭亡，留学奖励科名制度被彻底废
除，中国近代第一个有关大学的法令《大学令》规定
了新的学位授予方法与学位名称。学位名称的变化是
表面现象，这种变化来自于政权的更迭、近代语言的
演变、中外文字的翻译等因素，但是不能因此否认科
名的学位性质，不能因为科举制度造成的负面影响而
否认一切与科举有关的制度与做法。科名作为中国古
代特有的学位制度，起到了区分人才层次、鼓励士子
求学、维护社会稳定等重要作用。留学奖励科名无疑
是对科举学位制度的一种继承，是在近代中西方学位
制度相似互通前提下的一种合理尝试。在尚未完全移
植西方学位制度的近代中国，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建立
起一套自己的标准与认证体系是较为保守也是较为稳
妥的一种过渡时期的做法。科举已废，但是科名的学
位性质确是中国学位制度的历史原点，从奖励科名制
度的实施可以看出，科举学位制度还深深影响着近代
中国转型时期的教育发展。
当然，奖励科名制度被废除，不仅与新政权的建
立有关，也与自身的流弊有关。无论是学堂奖励科名
还是留学奖励科名，都是一种扭曲教育宗旨的体现。
奖励科名延续的不仅是科举学位制度，更深层的是科
举观念的深入人心，正如唐文治呼吁的：“现在科举
既废，而举贡生员之名目不废，京外实官之奖励不废，
则人人各挟一科举之旧念，犹将赖仕进以为生活之路，
而农工商之事若浼焉有所不屑。”[19] 科举观念的核心
是学而优则仕，士子人人读书只为求得功名，导致实
业教育、科技教育在中国的一度缺失，而近代中国最
为缺乏者莫过于科学技术。废科举的直接目的就是为
新式教育的发展扫清阻碍，在多重矛盾充斥的近代中
国，科举与新式教育呈现出截然对立的割据状态。舒
新城亦认为：“科名观念一时无从打破，政府遂不得
不以科举的方法奖励游学生，于是游学成为一种工具，
学生出国之动机并不在于求学，而在籍此龙门以抬高
身价。亦俨然以留学为一种变相的科举不正当之
动机遂构成今日留学界虚浮骄纵无济于世之恶果。”[20] 
科举制度形式上已废止，但是科名犹存，对知识分子
的吸引力仍在，则士子不能完全摆脱旧有的读书做官
的思想观念，接受新式教育、出国留学，多多少少都
受到科名诱惑力的影响，这种情况直至民国建立起一
套全新的教育制度体系才得以结束。科名之路被彻底
切断，新式教育才能重新起航。
客观来讲，留学奖励科名制度仍是利大于弊。作
为过渡时期的一种奖励求学政策，奖励科名起到了一
定的安抚士子心态的作用，对于转型时期动荡的社会
起到一定的维稳作用；通过外部动因刺激，鼓励游学、
严格把关，促进了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发展。不管动
机如何，留学生在知识结构、视野见识、能力上都区
别于传统知识分子，奖励科名将学位考试与任用分开，
·  43  ·
2018年第 6期
提高了新式官员的水平，选拔的一批新式人才在各个
岗位上对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正如有学者
所言：“这种新式的选材举措，足见清廷急于利用留
学生所受的现代教育及所习的先进技艺和所具的新知
识为国家服务。”[21] 留学奖励科名制度继承发展了科
举学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沟通了中西方学位制度，
为近代中国学位制度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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